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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公园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根基，是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实现途径。但中国国家公园大都位于相对偏远且相对贫困的农村地

区，面临着严峻的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塑建可持续生计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理论命题

与时代任务。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在简要分析国内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

主题变化轨迹的基础上，从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

源的生计依赖性、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及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等热点问

题出发，系统梳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并针对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

的新要求，构建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提出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应综合

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重点关注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动态监测与评估、国家公园生计

与生态的关联关系与关联机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及实现机制等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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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严峻挑战，联合国预测未来数十年内将有 100万种动植

物物种因人类活动而面临灭绝风险[1]。国家公园作为全球应用最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资源管理体制，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自然、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及福祉的重要途径[2]。根据

2021 年 4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

发布的统计数据，全球以国家公园命名的保护地有3013个，属于 IUCN自然保护地分类

体系类别Ⅱ国家公园的保护地则有5950个[3]。然而，全球约50%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建立

在原住民土地之上，保护与发展冲突非常严峻[4]。国际经验显示，如果抛开居民的生计发

展需求，单纯追求生态保护，国家公园的保护目标也难以实现[5]。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典型

的人地耦合系统，其管理必须突破传统的“荒野孤岛”概念，注重社会、经济与自然系

统的关联性，并将建立可持续生计作为保障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国家，也是面临威胁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家公园体制作为实

现自然生态保护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和实现途径[6]。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十九

大”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以来，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效。2020年底中国首批十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改革任务基本完成，2021年10月习

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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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国家公园，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入新阶段，将不断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贡献“中国方案”。为加快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2022年12月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

联合印发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提出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

家公园体系。然而，中国的国家公园大都位于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园区内部及周边社

区居住着大量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其生计主要依赖自然资源[4,7,8]，如何在保护生态系统

完整性的同时提高居民的生计可持续性成为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

国家公园居民生计一直是学术界与决策层关注的重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围绕国家公

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9,10]、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的生计冲突[11,12]、国家公园

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13,14]、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15,16]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把握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研究脉络、科学问题和研究趋势

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总体来看，目前学界仍未建立完善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

和可行的实践指导方案，理论创新相对不足，尤其是对美丽中国战略背景下国家公园可

持续生计研究方向的剖析相对薄弱。对国家公园建设究竟是限制还是促进了居民的生计

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园体制通过哪些传导过程影响居民生计？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发展与

生态保护是如何关联的？国家公园在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及原真性的同时，如何增强居

民的生计可持续性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等问题仍缺乏深入思考。鉴于此，本文在开展国

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文献计量分析、剖析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

合美丽中国战略、人与自然和谐现代化建设及全球生态治理的需求，剖析国家公园可持

续生计研究面临的新挑战，提出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及关键议题，以期

为相关学者开展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为促进中国国家公园高质量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应用参考，也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与决策指导。

1 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历程

为了准确把握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历程，特对国内外两大平台“Web of Sci-

ence”和“中国知网”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文献进行检索。基于关键词，通过分析

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发文量及案例区分布、总结其研究轨迹与热点问题来厘清国家公园

可持续生计研究历程。研究时段设置为“1990—2022年”，检索时间为2023年4月5日。

19世纪末各国开始在国家层面探索保护地的建立，1872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建立，开创

了国家公园保护地模式。国外以“国家公园”命名的保护地在管理体制、资金机制、功

能结构、土地利用等方面与 IUCN提出的分类体系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主要由其所定

义的自然保护地衍生而来。中国在1956年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制度，1982年确立了风景名

胜区制度，虽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徽志上的英文名称是中国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 of

China），但其内涵不同于 IUCN定义的国家公园。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首

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此后的国家公园内涵与 IUCN的定义基本一致。中国首批

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是在原有的自然保护区及湿地公园、森林

公园等自然公园基础上设立的，为了更好地梳理中国自然保护地与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

研究历程，在“中国知网”上将检索主题词设定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

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国家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草原公园/沙漠公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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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别以“生计”“收入”“福祉”为主题词对结果进行精炼，期刊类型为中文核心期

刊、CSSCI、CSCD和硕博论文，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包括综述文章）、学位论文，删

除卷首语、会议征稿、书评、重复检索文章及不相关条目等无效数据，并确定案例为国

内案例，手动筛选最终得到911篇与主题契合的文献；为了更好地对比国内外研究，特

将中英文检索词保持一致，在“Web of Science”的核心合集数据库SCI和SSCI设定的检

索词为“national park”“nature reserve”“protected area”“biosphere reserve”“wilderness

area”“geopark”“wetland park”“forest park”“marine park”“grassland park”“desert

park”，又分别以“livelihood”“income”“wellbeing”为主题词对结果进行精炼，期刊类

型为 SCI、SSCI 和 A&HCI，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手动筛选最终得到

2335篇与主题契合的文献。本文采用CiteSpace 6.2.R3软件，制作关键词共现图谱。

1.1 发文量与案例区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可持续生计”概念引入行动议程，将其作为一种

连接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的手段，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人们及其生计活动的关

注。此后，可持续生计方法不仅被广泛用于南美洲、非洲、中东欧以及亚洲等地的扶贫

开发和生计建设实践，也被用于自然保护地管理领域，成为1990年代以来主流的国际发

展方法[17]。从国外研究来看（图1），1993—1995年自然保护地可持续生计研究处于起步

阶段，发文量较少，年均发文量低于 5 篇，其中，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发文量更

低，年均发文量仅为1.75篇；1996—2005年处于波动上升期，自然保护地可持续生计发

文量与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发文量均在波动中增加；2006—2022年进入快速发展期，自

然保护地可持续生计研究发文量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48.63%，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

发文量增幅低于自然保护地可持续生计研究，年均增幅仅为22.27%。中国在1994年发布

《自然保护区条例》，促进了学者们对自然保护区发展与保护协同的关注，国内自然保护

地可持续生计相关研究也开始起步。1994—2004年自然保护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缓慢发

图1 国内外自然保护地与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发文量

Fig. 1 The number of papers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parks and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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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年均发文量仅为2.73篇，而国内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在2003年才开始，2003—

2013年间国内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发文量较低，年均发文量仅为1.18篇，处于初

步探索阶段，但期间国内自然保护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稳步发展；随着2013年“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7年正式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2019年发布《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激发了学术

界对自然保护地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关注，年发文量由 2015年的 123篇增加到 2022年的

278篇，其中，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发文量则由29篇增加到67篇，增幅高于自然

保护地可持续生计研究。

1993—2022年，全球学者对于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亚、南亚、

东南亚、南非、东非和北美地区，其中在中国、印度、坦桑尼亚、尼泊尔和巴西等国家

的研究最多①（图2a、图2b）。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境内存在独具特色的自然遗迹、生态

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自然保护地，例如，喜马拉雅山、乞力马扎

罗山、亚马逊河等，这些自然保护地尤其国家公园内往往居住着大量贫困的原住民，提

① 采用National Park作为关键词搜索可确保覆盖 IUCN的第二类保护地，不排除会有其他管理目标的保护地被

纳入，但这并不严重影响研究结果。

图2 自然保护地与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案例地分布

Fig. 2 The distribution of case sites i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s and nature reserves

2220



9期 赵雪雁 等：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及关键议题

升其生计可持续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案例地以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为主，也涉及部分拟建、地方/行业部门探索时期设立的“国家公园”以及使用

国际通用或认可名称的世界遗产，其中普达措国家公园、钱江源国家公园及大熊猫国家

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关注度较高（图2c）。

1.2 研究热点

关键词出现频次能够反映主题研究的热点。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

研究领域的变迁，以1年为时间切片，绘制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关键词Timezone图

谱。国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关注的话题更多元，且关注点之间的关联性更密切

（图3）。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布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

公约》，自然保护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议题，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

究。1993—2000年国外可持续生计研究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当地居民与社区发展

等问题；2000—2008年更关注人与地之间的互动及生计改善途径，冲突及人兽冲突、旅

游、态度等成为该阶段的热点；2009年以来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且呈现明显的人本化

取向，关注居民的感知、态度及意愿，以及生计与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的关系；近

年来更注重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出发，关注脆弱性、韧性、适应性、减贫、替代生计

及治理。从研究热点来看，国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日益重视居民与自然的联结能

力，研究视角从仅关注生物多样保护转向关注人与自然和谐，越来越注重从更综合的角

度考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问题。

与国外研究相比，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兴起相对较晚（图4），此前的研

究更多关注自然保护区，主要原因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才首次提出“建立国家

公园体制”，加之可持续生计概念引入国内较晚。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相对零

散，关注点之间的关联性相对疏松。2003—2007年重点关注国家公园保护和周边社区发

展，并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重要的增收手段，旨在利用国家公园的旅游资源改善居民生

计；2008—2013年重点关注国家公园居民生计的改善机制，尤其关注生态补偿对国家公

注：关键词所在年份代表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连线代表在该年的一篇文章中同时出现了连线的两个关键

词；圆圈颜色代表相应的时间，圆圈厚度表示该关键词出现次数。下同。

图3 1993—2022年国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3 The key word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s from abroad during 1993-2022

2221



38卷自 然 资 源 学 报

园居民生计的影响；2015年以来，在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中国战略的推

动下，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重点关注生计资本、收入，同时也增强了对生态保护认

知、资源利用、替代生计、人兽冲突的关注，日益注重协调发展。总体来看，国内国家

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注重社区参与/共管在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塑建中的作用，研究视角

从关注生态旅游、收入等逐渐拓展到关注协调发展及共同富裕，呈现出综合化的研究

趋势。

2 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

跨学科的生计研究不仅可为深入理解国家公园人地关系提供有效的研究视角与分析

工具，更可为探索富有特色的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可行的切入点。近年来，生

态学、地理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国内外学者围绕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

的生计冲突、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

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等主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公园建

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的关注度均最高，关注度次之的是国外为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

的生计依赖，国内则为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

2.1 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

人兽冲突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居民与野生动物为维持自身发展而对土地、水、

食物等共有或有限的生计资源以及生计空间的竞争和争夺[18]，其本质是居民与野生动物

之间的生计冲突。尤其随着人口数量增长、土地利用方式改变、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禁

猎政策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地体系日渐完善，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日益加剧[19,20]，

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人兽冲突已从2015年不足1000起增加到2020年近2万起。国家公

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是一个双向过程，不仅造成居民的人身伤害和死亡、

农作物、牲畜和财产损失以及疾病传播，还造成贫困加剧、粮食不安全、劳动力短缺以

及居民心理不健康等问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对贫困群体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11]；同

时，也可能导致当地居民报复性杀害野生动物，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结构与

图4 1994—2022年国内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4 The key word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s from China during 199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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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改变[1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人人共

享的未来：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必要性》报告也指出人兽冲突已成为威胁世界上一些

最具代表性的物种长期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与冲突有关的杀戮已影响

了世界上超过75%的野生猫科动物以及其他陆生和海洋食肉动物；与此同时，人兽冲突

也导致当地居民面临严重的生计不安全问题，并加剧了不平等，如果不能充分解决人兽

冲突问题，将极大地削弱实现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因生物多样性丰富、人兽

冲突频发，亚洲的越南[21]、印度[22]、尼泊尔[23]及非洲的坦桑尼亚[24]、喀麦隆[25]及肯尼亚[26]

等国家成为国际人兽冲突研究的重要案例区。

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已成为当前国家公园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居民生

计安全的主要威胁[27]。了解更深层次的冲突根源，同时制定系统性解决方案有助于预防

或缓解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并促成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新模

式。研究显示，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如年龄、性别、财富、职业、教育、宗教信仰

等）、个人情感和对风险的感知、社会规范和政治不平等都有助于加剧或缓解居民与野生

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28]。同时，当地居民的知识、态度和实践也会影响居民与野生动物

之间的生计冲突，其中，增加居民的野生动物知识可成为改善居民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和

减少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生计冲突的有力工具[29]。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缓解人兽冲突的

措施有物理防控、化学防控、生物防控、基因防控以及管理手段等[30]。其中，针对人兽

冲突的补偿制度因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容忍度而得到了推广，但在实

践中因补偿资金不足、冲突成本核算难、申请机会成本高、社区参与不足等原因，实施

效果不佳[31]。此外，发展旅游也被视为缓解人兽冲突的重要手段。但事实上，旅游对人

兽冲突的影响是多重的，其缓解冲突的效应并不均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激化居民与

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32]。

国家公园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生计冲突研究具有多主体性、复杂性和跨学科性，

研究难度较大。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兽冲突的原因[33]、人兽冲突的负面影响[34]、人兽

冲突的成本[35]、居民对野生动物的态度[36]、人兽冲突的治理[37]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深化了对居民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科学认识。然而，目前尚未建立基于跨学科的人兽冲突

分析框架，例如，经济学多关注冲突对居民福祉的负面影响，而生态学多关注冲突对野

生动物种群的负面影响，缺乏对人兽冲突的跨学科综合集成研究；此外，已有研究对人

兽冲突导致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效应缺乏定量评估，尤其缺乏不同情景下冲突导致的社会

经济及生态效应仿真模拟研究。未来，需要积极寻求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新模式，探

索如何在共享空间中缓解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促进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

2.2 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

在全球，超过十亿居民在不同程度上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由于国家公园大多地

处偏远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缺乏替代生计选择，居民对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自

然资源和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度更为严重[38]，自然资源不仅维持着国家公园的居民生

计，支持其消费需求，还承担着贴补季节性缺口、安全网以及提供脱贫途径等功能[39]，尤

其对那些贫困家庭以及处于人口周期较早阶段的家庭，自然资源不仅有助于克服意外收

入损失或因意外冲击（如作物歉收）及高支出（如婚丧）造成的消费不足，也为贫困居

民提供可储蓄和可用于购买资产的定期现金收入，以促使其摆脱贫困[9]。大量研究调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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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了自然资源在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发展中的价值，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自然资源收入对

国家公园居民的年收入贡献很大，贫困家庭对自然资源收入的依赖程度尤为强烈[10]。Chen

等[40]指出居民放弃获得生态系统服务的机会成本占家庭收入的 18%~54%，即使不采伐，

薪柴、水果和药品等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也达 14%~44%；Vedeld等[41]对来自 17个国家

51个案例研究的元分析发现，薪材的价值平均占家庭收入的7%左右。

国家公园不仅是阻止栖息地和物种丧失的重要基石，也为居民提供着重要的生计资

源。然而，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不仅会导致国家公园生态退化，还会加剧居民的生计脆弱

性。探明居民生计对自然资源依赖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对于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与生

计协同发展非常关键[42]。已有研究显示，拥有丰富资产的家庭更容易获得有利可图的生

计活动，故较少优先选择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生计活动[43]；通常，家庭受教育程度越高，

可替代的生计选择就越多，时间的机会成本也更高，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就越低；但家

庭规模与自然资源依赖度之间往往呈正相关，家庭规模越大，生计需求就越多，迫使他

们更多地依赖自然资源，同时也有更充裕的劳动力从事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工作（如采集

等）；户主性别也是影响自然资源依赖度的关键因素，其中，女性户主家庭对自然资源的

依赖度更强，原因在于她们获得劳动的机会更少，也缺乏外出寻找工作中的手段[42]。

准确评估居民生计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是国家公园建立可持续生计的基础。现有

研究多以居民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自然资源相关生产活动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重来衡量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但这些收入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贡献，也包括了

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导致这些方法高估了国家公园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程度，虽有学者提出从自然资源租金（即自然资源要素报酬）视角出发评估国家公园居

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44]，但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价方法，导致评价结果难以对比，

也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汇总或一致性估计[45]；同时，已有研究虽证明了国家公园居民

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程度，但在空间上尚不明确，且很少结合环境因素（如位置和资

源的获取限制等）来理解居民对自然资源的生计依赖性，大多数调查也没有考虑资源获

取和利用的制度背景差异。但实际上，环境因素及制度背景等均影响着国家公园居民对

自然资源的依赖度[46]。未来，需进一步识别并定位哪些居民对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的生计

依赖度最高，明确他们在哪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自然资源等详细信息，更需要从跨

学科角度出发来理解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对自然资源依赖的复杂性，并探索其形成机制及

治理模式。

2.3 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

国家公园建设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功能恢复的最有效策略之一，在改善

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对居民生计的影响一直是一个有

争议的话题[39]。国家公园大多地处偏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居民生计选择有限，国家

公园建设限制了居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使用权，必然使其遭受生计资本减少的风

险[47]，从而对其生计带来多重影响。科学评估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并揭示其

影响机制对促进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国家公园除了保护物种和生境，还应有助于居民福祉，其目标应该是减少不利的社

会影响或至少不增加贫困[48]，但事实上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并不一定总是与当地居民的

生计相容。有证据显示，若国家公园的设计和管理忽视居民的生计发展需求，未将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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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很好地融入其中，则可能通过居民流离失所[49]、自然资源获取受限[50]、生态保护收

益低于保护成本[51]等，使居民拥有的生计资源减少[52]、就业机会丧失及收入降低[14]，并有

可能暴露于更大的环境风险和其他风险[53]，从而加剧其生计脆弱性[13]。但 Baird 等[54]发

现，坦桑尼亚北部Tarangire国家公园附近的居民为了应对与国家公园相关的干扰和不确

定性，采取了有助于分散风险的活动来补充传统经济活动，以适应国家公园带来的机遇

与约束。另有证据也显示，国家公园在减轻当地和全球贫困、维持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55]，国家公园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56]、实施共管项目[57]、发展生态旅游[58]等，为居民

提供就业机会[59]、促进居民生计转型[60]、增加家庭收入[59]、减轻贫困[61]。其中，基于社区

的自然资源管理已成为国家公园实现减贫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可行选择之一[62]，作为

一种以激励为基础的保护理念，它将生态系统保护与农村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带动居民

发展替代生计，促进国家公园生计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

目前，虽针对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多从单一的收入

维度及单一的时间节点出发考察国家公园对居民生计的影响，缺乏从多个时期出发的长

期监测及评估，并较少关注其净影响，研究方法的稳健性也较差[63]。事实上，国家公园

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涉及生计资源、生计方式、福祉及地方感等多个维度，且国家公

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具有动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公园对居民生计的扰动会

发生变化[54]。同时，已有研究对国家公园建设如何影响与重塑生计尚不清晰，对其影响

机制的理解仍非常有限；且对国家公园如何为生计发展提供机会和约束、居民如何适应

国家公园建设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机遇等缺乏深入理解。

2.4 国家公园居民的替代生计选择

替代生计旨在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较小的生计策略取代造成危害的生计策略，从而

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居民生计息息相关，发展生态友好型的替

代生计对促进国家公园居民脱离传统产业、实现生计多样化、确保生态系统健康至关

重要 [7]。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Gunung Palung国家公园将可负担得起的高质量医疗保

健、替代生计、创业机会与严重退化公园的修复保护结合起来，不仅改善了GPNP国家

公园的居民健康与福祉，也促进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64]；孟加拉国Chunati野生动物保

护区采取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通过推行替代生计，提高了居民对生计资本的

获取，减少了其对森林资源的依赖[65]；三江源国家公园则通过鼓励居民从事拯救野生动

物、防止火灾、清理垃圾及其他保护生态系统的替代生计，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同时改善

了居民的生计[66]。

生计多样化和非农化不仅有助于提高国家公园居民的福祉，更有助于增强国家公

园居民对气候变化和人兽冲突的适应能力，并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从而成为国

家公园替代生计的主要选择[16]。在许多国家，因生态旅游可为国家公园居民提供大量的

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旅游收入、改善居民生计并减轻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而被视为国

家公园最主要的替代生计选择，2014年第六届世界公园大会也将旅游定位为“全球自

然保护地可持续战略的重要组成”[67]，但对旅游是否促进国家公园的居民生计，学者们

尚未达成共识[68]。有研究发现，菲律宾、哥斯达黎加和泰国的自然保护区通过发展旅游

业，不仅促进了居民生计方式的非农化转型，也增加了居民收入，有效减轻了周边社

区的贫困[69]；但另有学者提出生态旅游会带来环境退化、野生生物栖息地破坏、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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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收益漏损及不公平分配、地方文化破坏等不利影响[70]。

当替代生计通过改变居民行为、促进生态保护而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时，替代

生计就是有效的。2012年第5届 IUCN世界自然保护大会第145号议案呼吁对替代生计项

目的贡献进行审查。虽然有一些替代生计项目取得了成功[71]，但也有研究显示，替代生

计项目为居民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居民并未从与国家公园相关的替代生计活动中获得

实质性利益，尤其在南非、坦桑尼亚和泰国的一些国家公园[15]。另有证据显示，许多替

代生计项目之所以得到居民支持，是因为居民获得了金融资本和设备的分配，而不是因

为他们真正愿意退出传统活动或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此外，有研究也发现如果没

有持续的支持，大多数替代生计项目是不可持续的，当资助者撤回支持时，居民往往会

重操旧业[72]。

为了在国家公园生计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寻求平衡，替代生计项目变得越来越普

遍。但目前对替代生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消除生计限制等方面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尚缺

乏科学监测和评估，且已有研究大都关注替代生计的短期影响，较少关注其长期影响；

对实施替代生计能否改善或创造新的谋生机会、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以及替代

生计能否可持续等问题缺乏深入分析，对决定替代生计成败的关键因素也知之甚少。此

外，许多国家公园虽制定了详细的替代生计规划，但因其目的不明确，居民尚未意识到

他们所获得的好处是来自国家公园。未来急需关注国家公园居民对替代生计的认知、居

民对替代生计的接受度、替代生计对地方文化的影响等问题。

3 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

3.1 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居民的生计困境

中国国家公园内及周边社区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居民、有着相对复杂的土地权属，国

家公园不仅是生态系统保护的热点地区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重点区域，也是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的区域，还是民族文化丰富区。例如，钱江源国家公园内 79.6%的土地为集体

土地，武夷山国家公园 71.3%的土地为集体土地，祁连山国家公园居住着汉族、藏族、

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等30多个民族的居民[73]。国家公园建

设不仅要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还要解决居民的生计问题以及传统文化传承问题，这注定

了中国的国家公园不可能采用“荒野式”保护方式，更不能将当地居民“简单驱逐”，而

是要探索能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计方式 [74]。然而，虽因不同国家公园的资源禀

赋、生态基底、保护对象及规模功能不同，使得不同国家公园及同一公园不同位置社区

居民的生计类型及特点迥异，但当前大都面临着生计基础薄弱、生计转型困难、发展与

保护冲突尖锐等生计困境。

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到陆域国土面积的18%，大部

分国家公园位于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园区内部及周边社区在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期间大都属于贫困村，部分农户也属于建档立卡户。例如，祁连山国

家公园涉及的甘肃省天祝县及古浪县、青海省门源县及祁连县等均属于连片特困县。虽

在精准扶贫战略助推下，这些贫困村、贫困户摆脱了绝对贫困，但部分脱贫村和脱贫户

仍存在脱贫质量差、稳定性低、抵御风险能力弱、返贫脆弱性较高等问题，加之大部分

国家公园草地、林地等自然资源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对当地居民的赋权不足，导致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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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面临发展基础薄弱的困境。如何建立居民的生计风险动态监测体系、如何健全居民

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如何将资源从维持基本生计拓展到增收提质等成为新时期国家公

园高质量建设的关键。

在“生态保护第一”的严格要求下，生计转型已成为国家公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然而，国家公园大部分居民的生计仍依赖草地、林地等自然资源，生计方式以

传统畜牧业、种植业为主。目前，有部分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初步实现了绿色化转型，例

如，武夷山国家公园通过实施特许经营制度、生态茶园改造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建

设等使茶叶等产品实现了增值，当地居民也实现了“转型挣钱”[75]；三江源国家公园将

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通过创新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17000多位牧民由放

牧转为从事生态管护，促进了当地居民的生计转型。但大部分国家公园因产业发展基础

薄弱、制度设计不到位、居民缺乏新技能及寻求替代生计的能力有限等原因，生计转型

面临严重困难。如何以生态价值转化为目标，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导向，探索

恰当的生计转型路径已成为新时期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展与保护冲突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居民生计面临的最大困境。国家公园内

及周边社区的居民在与自然的长期互动中，在脆弱的环境里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知识和丰

富的传统文化[76]，创造出充满生态智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生计活动不仅是当地居

民重要的生计来源，更对生态系统健康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国家公园的严格保护政策

限制了当地居民对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主要是供给服务）的获取，一些与生态保护相容

的生计活动被完全禁止或严格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一些传统生计方式因缺乏经

济激励而逐渐被淘汰。这不仅削弱了当地居民的发展机会，还可能使当地的传统知识、

技能和文化丧失，造成贫困与社会冲突，并进一步威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如何在保护

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同时提升居民生计已成为新时期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关键挑

战，当前急需探索富有特色的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协同发展路径。

3.2 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需求

3.2.1 构建更综合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

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典型的需要恢复、维护和促进生态系统健康的人地耦合系统，以

人地关系平衡为目标，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它既响应又影响着广泛的生态、社会

和政治过程[77]。国家公园居民的生计特征及发展困境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地区，尤其进入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新阶段，面对“共同富裕”“人地和谐现代化”

等战略需求，理解与解决复杂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问题需要一个更综合的研究框架。

虽然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如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美国援外合作组织（CARE）、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及一些研究者如Scoones[78]、Bebbington[79]、Ellis[80]开发了各

有侧重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来探索各种生计要素之间复杂的多重反馈关系，为全面理解可

持续生计的形成过程、增强对穷人生计的了解与帮助以及规划和管理提供了重要工具，

其中，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因提供一种规范化的工具和

系统化的思路而在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7]。但已有框架在刻画农

村生计变化、以及全球化、气候和环境变化及自然资源开采对农村生计影响等方面存在

局限性[81]，同时已有框架多局限于当地尺度来识别和理解农村生计，这不仅限制了更综

合地理解国家公园居民生计的动态性、国家公园居民生计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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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相互依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形成过程与实现机制等复杂问题，也限制了从多

尺度出发关注宏观力量与微观过程和结果之间的交集（图5）。当前，急需将国家公园可

持续生计置于一组更广阔的、可渗透的以及更具活力的空间轴内[81]，将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相结合，建立一个更综合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为新时期开展国家公园

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指南。

3.2.2 建立更集成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方法体系

国家公园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根基，其“生态

保护第一”和“全民公益性”特征使得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

遇。加之，生计系统本身不仅是一个包含环境、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因素的复杂系统，

也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多元互动开放系统，这就更需要从多视

角、多尺度及多维度出发开展过去—现在—未来的全景式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为

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支撑。然而，目前国内外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相关

数据采集与研发体系均相对薄弱，仍主要利用综合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取某个特定

时间点或时间段的截面数据，缺乏长时间的序列数据，且研究尺度多以小区域样点为

主，研究方法也以传统的描述性统计及计量经济方法为主，缺乏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应

用，数据的时空局限性与方法的单一性限制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从描述、解释走

向决策。当前，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技术（RS）、地理空

间可视化技术、系统模拟等新技术方法迅速发展，新时期需要加强统计数据、遥感数

据、地理信息数据、监测数据、模型模拟以及网络数据等多源数据在国家公园可持续生

计研究中的应用，以提高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时空分辨率；同时，要集成数理统

计、质性研究、大数据分析、数学建模、空间分析、多情景模拟、多目标决策等方法，

构建多源数据融合、多学科方法集成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方法体系，推动国家公

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方法创新。

3.3 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居于首要地位，不仅有助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稳

图5 已有研究框架的局限性

Fig. 5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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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人民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为全社会提供科研、教育、

体验、游憩等公共服务，更有助于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75]。进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以来，特别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公

园居民生计既面临着新的发展环境与机遇，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要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提升生计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生计是一种既能确保福祉提升

又能确保生态健康的谋生方式，是新时期有效消除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困境的关键举措，

也是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全民公益性”等要求的重要手段。如何提高国家公

园的居民生计可持续性，这既是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也是当前可持续

生计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解析和探究，不断完善国

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揭示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生成机理，探索国家公园可持

续生计的实现机制，推动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应围绕美丽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和全球生态

治理的需求，立足于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本土实践和

急待破解的关键问题，融合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生态学、人类学等相关

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强化数据驱动与科技赋能，不断推进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

的学术创新。可将可持续生计置于国家公园人地耦合系统中，以人地耦合系统理论为指

导，以生计资产、生计环境、生计资本、生计结果等生计要素为核心，构建国家公园可

持续生计研究的基本框架（图6），从个体—家庭—社区等多尺度出发把握国家公园居民

图6 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

Fig. 6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sustainability livelihood in the nation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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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的时代特征，揭示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理论基础和内在逻辑，探明不同国家公园

的生计类型、特征及其时空动态，揭示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的关联过程与关联机理，探

索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新方法及实践模式，不断完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体

系，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实践，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指导。

4 新时期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关键议题

促进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手段。进入新时期，应准确把握国家公

园可持续生计的时代特征，围绕美丽中国战略、人与自然和谐现代化建设和全球生态治

理需求，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关注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动态监测与评

估、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之间的关联关系与关联机理、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

与实现机制等关键议题。

4.1 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动态监测与评估

国家公园建设深刻改变了居民的生计，并影响着其他的自然、社会及经济过程，动

态监测与评估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对于设计面向生态与生计协同

发展的国家公园建设方案非常关键。然而，已有研究多关注国家公园对居民生计的静态

影响，缺乏长期监测及评估，忽视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影响的动态性。当前，急需

开展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动态监测，基于调查监测数据和长序列的社会经济数据、遥感数

据和网络大数据，科学评估国家公园建设对居民生计的影响，识别影响最显著的生计要

素及相关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定量化表达国家公园体制下居民的生计

变化特征；开展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可持续性预警研究，构建国家公园居民生计风险动态

监测体系及风险防范体系；关注国家公园对社区发展及居民福祉的影响，辨明国家公园

对居民生计带来的新问题与新机遇，从多维度出发剖析居民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态度及其

参与意愿；开展国家公园居民生计的时空变迁与替代机制、国家公园体制下居民的生计

行为特征与管控机制、国家公园居民的生计脆弱性时空演变及恢复机理等研究；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下居民的生计演化模型，关注居民生计变迁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效应，尤其

要重视生计变迁过程中国家公园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

4.2 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之间的关联关系与关联机理

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地耦合系统，其高质量发展取决于生计与生态的双向互

动。揭示生计与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反馈、探索其关联机制与协同提升途径，对

于建立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园至关重要。然而，已有研究对生计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

关系及其时空动态、驱动机制的理解很有限，尤其对二者的关联过程与关联机理、二者

权衡/协同关系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问题缺乏系统分析。当前，需要将社会科学与

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结合起来，基于人地耦合系统的视角和统筹协调的发展思

路，以生态与生计的关联关系为切入点，辨明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及

其空间分异规律，探索环境因素与制度背景对自然资源依赖度的影响，关注国家公园自

然生态保护如何与传统生计形成互动；探究国家公园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对生

计发展的承载状况及其空间分异，关注国家公园居民生计与土地利用及生态系统服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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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交互影响和约束关系；开展国家公园生计—生态的时空耦合特征、演变机制、情景

模拟及决策应用研究，揭示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的交互作用过程及耦合机制；开展国家

公园自然的原真性与生计活动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探索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适配关系；剖析国家公园生计发展的自由度，探索国家公园生态价值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路径与机制，探明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协同发展的调控机制，寻求国家公园

生计与生态协同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双赢”模式。

4.3 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与实现机制

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实现路径与实现机制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理

论命题与时代任务。然而，已有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较少关注国家公园可持续生

计的地方实践，对不同类型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与保障机制等问题缺乏深入

研究。当前，亟需厘清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发展的障碍及需求，剖析地方知识挖掘、社区

参与在维持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中的作用，关注国家公园居民生计恢复力的提升机制；

摸清国家公园居民对生态旅游等替代生计选择的接受度，并开展替代生计的生态效应及

社会效应评估，尤其要关注替代生计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仿真模拟不同替代生计情境下

国家公园居民福祉水平与生态保护水平，筛选福祉提升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替代生计；开

展国家公园传统产业生态化与多功能化转型研究，揭示特许权经营、地役权改革及生态

补偿等对国家公园居民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机理，探索具有特色的特许权经营、地役权

改革方式；开展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富民效应测度与居民福祉提升机制、国家公园建设与

高品质生活共建共享机制等研究；关注如何以包容性方式整合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和社

区生计、如何确定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健康相容的生计空间；针对不同类型、

不同资源禀赋以及不同人地互动模式的国家公园，探索富有特色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

实现路径及保障体系。

5 结论

加强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理论研究和应用创新，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

要求，是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及“人地和谐现代化”发展思想的重

要体现，也是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题中之义。新时期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

究，面临更加重大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发展机遇，迫切需要加强学科融合与创新，尤其

要增强社会科学的作用，运用区域性、综合性思维和人地耦合系统的视角，集成多学

科理论和多种研究方法与现代技术，聚焦新时期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中的关键科

学问题，深入开展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本土实践和学术探索。当前，亟需关注

国家公园生计可持续性的动态监测与评估，重视国家公园生计与生态的关联关系与关

联机制，探索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优化调控原理，推动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理论研究

创新；同时，应注重知识—科学—决策的有效链接，运用整体观念和协同“双赢”思

维，处理好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生计发展的关系，有效避免生态保护与生计发展的脱

钩。通过不同尺度监测调查、模型模拟、情景分析和优化调控，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

色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实现路径，完善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的政策保障体系，总

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中国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发展模式，为国际上国

家公园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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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key issue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the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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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asi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As the ecologic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nd achiev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moderniza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national parks are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owever, most of China's national parks are located in relatively remote and impoverished

rural areas, facing severe conflicts between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Build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has become an urgen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and task of the

times.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analysis, we reveal the change process and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research topics in national park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ease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major topics, which include the livelihood

conflicts between the residents and wild animals, the residents' livelihood dependence on

resources, th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park on the residents' livelihood and

the alternative livelihood in the national park. In response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research in Chinese national parks in the New Era, we construct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national parks and propose that the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of national parks in the New Era should integrate 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technical methods, strengthen data drive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focus on some key issues, such as dynamic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livelihoods sustainability,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livelihoods and ecolog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national parks.

Keywords: national park; sustainable livelihood;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nflict;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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